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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陆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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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城乡建设用地急剧扩张。 分析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辨识关键驱动因素，能够

为我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支撑。 研究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分析单元，以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化为因变量，以 １４
个地理、经济、人口和政策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分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我国大陆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 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使普通线

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有偏。 比较三种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也发现，两种空间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好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
考虑到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传导性，研究认为空间滞后回归模型是我国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的最适合模型。 模型回归结

果显示研究期内我国建设用地扩张受到各种地理、经济、人口和政策因素的广泛影响。 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流动人口的迁移

聚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投资驱动的大规模土地城镇化和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驱动我

国各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口增长以及自然保护的区建设等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是缓解建设用地过快扩张的重要因素。 此外，海拔和坡度等地理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受西

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此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更倾向于出现在平均海拔更高的地区；而平

均坡度的升高则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建设用地；扩张；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空间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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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是生态环境压力加剧的最直观表现。 由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全国生

态环境十年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调查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陆地区建设用地（包
括城乡居民点、工矿和交通用地）年均新增 ５５３０ ｋｍ２。 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不仅侵占大片良田，而且通过直

接占用或间接破坏森林、湿地、草地等生态系统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成为危及我国

粮食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１⁃２］。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是确保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迫

切需求。 研究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是预测未来建设用地扩张趋势，以及制定相关土地利用政策、促进土地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ＵＣＣ）驱动力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３⁃４］。 众多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不同尺度 ＬＵＣＣ 的驱动力［５⁃１２］。 研究表明，ＬＵＣＣ 主要受自然地理和人文

因素的共同影响［４⁃５，９， １３］。 其中，人文因素发生的频率更高、影响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是目前全球 ＬＵＣＣ 的主

要驱动力［１０， １４］。 相对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建设用地扩张更是受到各类社会、经济和政策等人文因素

的影响；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土地利用政策等常被认为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

驱动力［１１， １５⁃２０］。 新千年以来，我国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及其引起的耕地流失、生态退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隐藏在建设用地扩张背后的驱动机制也成为众多研究关注的焦点。 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被认为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我国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１７， ２０⁃２２］。
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

在驱动变量选择方面，大多研究仅关注经济和人口规模增长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很少考虑社会经济

结构的变化的影响；新千年以来，我国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中不应忽

视。 二是很多研究仅关注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及其驱动力［２３⁃２４］，未将规模庞大的农村建设用地纳入分析框

架［２５⁃２６］，显然无益于全面、客观地剖析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动力机制。 三是在驱动力分析方法方面，以
计量经济学模型［２７⁃２９］为主，忽视了土地利用数据广泛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样本非独立性对假设检验正确

性的影响。
本研究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潜在影响的基础上筛选解释变量，并采用能够有效克服空间自相关性影响

的空间回归模型，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大陆地区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以期为未来我国建设用地需

求预判、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布局的优化、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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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因变量和潜在解释变量的选择

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地级行政区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百分比的变化作为因变量，反映各地区建设用地的扩

张及其对当地生态环境胁迫程度的变化情况。
在深入分析建设用地扩张的潜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 ４ 类变量的潜在解释变量选择框架。 一

是自然地理变量，对土地开发利用的难易程度和成本具有潜在影响。 二是经济变量，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

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土地资源的配置服从于价值规律、地租规律等基本经济规

律，其根本作用是将土地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中［３０］，因此不同经济部门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的

潜在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同时，进出口贸易，通过远程耦合［３１⁃３２］，对建设用地扩张也存在潜在影响。 三是人口

变量，人口的增长、分布和结构的变化是造成住房、商业设施、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需求变化的潜在驱动因素。
四是政策变量，包括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吸引外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发展政策，以及天然林保护

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对建设用地扩张有潜在的驱动或抑制作用。 在此潜在解释变

量选择框架下，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了 １９ 个变量作为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的潜在解释变量

（表 １）。

表 １　 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潜在解释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潜在解释变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

自然地理变量 平均海拔 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平均坡度 °

经济变量 单位国土面积第一产业产值密度变化 万元 ／ ｋｍ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单位国土面积第二产业产值密度变化 万元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第三产业产值密度变化 万元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出口总额密度变化 万元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进口总额密度变化 万元 ／ ｋｍ２

人口变量 单位国土面积城市常住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单位国土面积农村常住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劳动年龄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男性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女性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流动人口密度变化 人 ／ ｋｍ２

单位国土面积家庭户数密度变化 户 ／ ｋｍ２

政策变量 单位国土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累积固定资产投资密度 万元 ／ ｋｍ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单位国土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累积外商直接投资密度 千美元 ／ ｋｍ２

路网密度 公里 ／ ｋｍ２

２０００ 年已建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百分比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新建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百分比 ％

１．２　 数据收集与处理

１．２．１　 土地利用数据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各地级行政区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 该项目建立了全国土地覆盖二级分类系统，其中包括 ６ 个Ⅰ级分类。 本研究中的建

设用地为Ⅰ级分类中的人工地表，包括城乡居住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和采矿场，不包括期间植被和水面。
基于地面样点调查的精度检测显示，两期土地覆盖Ⅰ级分类的精度分别为 ９０％和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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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数据

各地区平均海波、平均坡度数据通过全国 １：１００ 万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Ｍ）计算获

取。 城镇常住人口、乡村常住人口、男性常住人口、女性常住人口、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家庭户数等数据来源于

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年末人口以及各类经济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

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１．２．３　 潜在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分析

多重共线性是指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导致回归模型估算失真的现象。 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

通过多重共线性条件数（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ＭＣＮ）检验。 当 ＭＣＮ 大于 ３０ 时，表明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此时需要剔除一些解释变量以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为了确定应剔除哪些解释变量，分
别把各潜在解释变量当作因变量，其他潜在解释变量当作自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当回归模型的 Ｒ２值大于 ０．８０ 阈值时，表明被当作自变量的潜在解释变量是造成多重共线性的重要原因，应该

考虑从回归模型中剔除。
１．３　 分析模型

很多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自相关性，这一特征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分析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
使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 εｉ不再相互独立，并导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参数 β 被低估，从而影

响假设检验的正确性。 空间回归模型由于能够有效解决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自相关性问题［３３］，在空间变

量影响因素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本研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ＯＬＳ）、空间滞后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ＳＬＭ）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我国建设用地扩张的驱

动效应，并择优选用。
１．３．１　 ＳＬＭ 模型

ＳＬＭ 模型主要探讨各变量在一个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其表达式为：
Ｙ ＝ ρＷｙ ＋ Ｘβ ＋ ε （１）

式中，Ｙ 为因变量；Ｘ 为 ｎ×ｋ 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ρ 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
即相邻区域的观测值 Ｗｙ对本地区观察值 ｙ 的影响方向和程度；Ｗ 为 ｎ×ｎ 阶的空间权值矩阵，考虑不同地区建

设用地扩张速度的相互关系受距离的影响较大，选择连续性距离权重矩阵，距离阈值为任意两个空间单元距

离的最大值；Ｗｙ为空间滞后因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参数 β 反映了自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影响，空间滞

后因变量 Ｗｙ是一内生变量，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的作用。
１．３．２　 ＳＥＭ 模型

尽管 ＳＬＭ 模型将空间依赖看作本质现象，但 ＳＥＭ 模型假设模型的误差是空间相关的，而不是 ｙｉ对 ｙ ｊ（ ｉ≠

ｊ）直接产生影响。 ＳＥＭ 模型能够度量邻接地区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其数学表达

式为：
Ｙ ＝ Ｘβ ＋ ε （２）
ε ＝ λＷε ＋ μ （３）

式中，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 为 ｎ×１ 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 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λ 衡

量样本观察值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有 Ｙ 对本地区观察值 Ｙ 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 β 反映

了自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影响。
１．３．３　 估计技术

对于上述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

估计。 本文根据 Ａｎｓｅｌｉｎ［３３］的建议，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两种空间回归模型的参数。
在有空间自相关存在的情况下，传统的 Ｒ２不再适用于判断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常用的比较空间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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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普通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度的判别标准有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ＬＩＫ）、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施瓦茨准则（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ＳＣ）。 ＬＩＫ 值越大，ＡＩＣ 和 ＳＣ 值越小，模型

拟合效果越好。 但是，拟合度优劣并非模型择优选择的唯一标准。 具体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各种模型建立的理

论基础。 当确信每个个体 ｉ 的 ｙ 值受其周围值的直接影响的时候，采用 ＳＬＭ 模型更合适；当确信 ｙ 并没有直

接受到周围 ｙ 值的直接影响，而是因为某些在模型识别中忽略的空间聚集特征同时影响了个体 ｉ 的 ｙ 值及其

周围值，采用 ＳＥＭ 模型更合适［３４］。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建设用地总面积增长 ５．５３ 万 ｋｍ２，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过程。 在空间上，东部和中部地

区扩张相对较快，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较慢（图 １）。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武汉都市圈、沈阳

都市圈、成渝经济区和华北平原等区域建设用地急剧扩张，特别是长江三角洲 １６ 地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由 １．６１
万 ｋｍ２增长到 ２．５８ 万 ｋｍ２，是此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最快的区域。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变化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２　 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自相关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地级行政单元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百分比变化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 为 ０．２６９，并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表明我国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从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 １０ 年变化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ＬＩＳＡ）聚集图也可以看出大多数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低⁃低聚集特征（图 ２），反映了建设用地

扩张的具有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１２， ３５］。 这一扩散特征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１）相邻地区自然地理

条件相似，使建设用地扩张具有相似的地理背景［３６］；（２）相邻地区具有相似的土地开发策略和土地利用政策

并相互影响；（３）一个地区交通干线或其它基础设施向邻近地区延伸，会带动新增交通干线或其它基础设施

附近建设用地的扩张［３７］；（４）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间接驱动周

边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３８］。
２．３　 潜在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

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 １９ 个潜在解释变量的 ＭＣＮ 高达 ５０５，存在十分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需要剔除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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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国地级单元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十年变化的 ＬＩＳＡ 聚集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ＬＩＳ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潜在解释变量，以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具体而言，单位国土面积第二产业产值密度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密

度变化、男性人口密度变化、女性人口密度变化和家庭户数密度变化 ５ 个潜在解释变量被剔出模型。 “单位

国土面积第二产业产值密度变化”被剔出模型的主要原因是，当把它作为因变量，其他 １８ 个变量当作解释变

量进行 ＯＬＳ 回归分析时，回归模型的 Ｒ２高达 ０．９７，是造成多重共线性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该变量与“单位

国土面积累积固定资产投资密度”高度相关（Ｒ２ ＝ ０．９４， Ｐ＜ ０．００１），它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可以通过固定

资产投资间接反映。 同样，“劳动年龄人口密度变化”、“男性人口密度变化”、“女性人口密度变化”和“家庭

户数密度变化”等变量分别当作自变量，其他变量当作解释变量进行 ＯＬＳ 回归时，回归模型的 Ｒ２均超过 ０．９５，
也是造成多重共线性的重要原因。 剔除这些变量后，剩下 １４ 个变量的 ＭＣＮ 下降到 １９，符合空间回归分析对

ＭＣＮ 的限值要求。
２．４　 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地级行政单元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变化与社会经济指标变化的 ３ 种回归模型的分析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比较 ３ 种回归模型，发现 ＳＬＭ 模型和 ＳＥＭ 模型比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 ＬＩＫ 值更大，而 ＡＩＣ
和 ＳＣ 值更小，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 两种空间回归模型的 ＬＩＫ、ＡＩＣ 和 ＳＣ 值相近，但 ＳＬＭ 模型的伪 Ｒ２大于

ＳＥＭ 模型，而且考虑到建设用地扩张具有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１２， ３５］，采用 ＳＬＭ 模型作为分析模型更合适。
ＳＬＭ 模型中（表 ２），ρ ＝ ０．５６７，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周围邻接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会对本

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剔除空间自相关性因素的影响后，１４ 个自变量中，有 １０ 个自变量

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反映了研究期内我国建设用地扩张受到各种自然地理、人口、经济和政策因素的广

泛影响。
２．４．１　 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均有显著影响。 平均海拔与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化具有显

著的正相关性，表明在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此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更倾向于出现在平均海拔更高的地区。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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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有悖于建设用地更倾向于在低海拔平原地区扩张这一假设。 主要原因在于此间我国相继实施西部

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增加了这些高海拔地区的建设用地供应，促进了当地建设

用地的快速扩张；而东部低海拔地区受稀缺的土地资源制约，建设用地供应从紧，客观上限制了当地建设用地

的过快扩张。 平均坡度与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化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平均坡度升高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具

有显著的限制作用。

表 ２　 全国建设用地百分比 １０ 年变化的驱动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ＬＳ ＳＬＭ ＳＥＭ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

ρ ０．５６７∗∗∗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６５ ０．４４１ －０．１４５ ０．３２３ ０．６３９ ０．０４９

平均海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１．６６９×１０－４ ０．１２５ ２．３２８×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８．４８１×１０－６ ０．９５９

平均坡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ｌｏｐｅ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７ －７．７１６×１０－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９４×１０－２ ０．２１１

单位国土面积第一产业产值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２．７２５×１０－３ ０．５５７ －４．２８２×１０－３ ０．１７９ ２．１１８×１０－３ ０．５７３

单位国土面积第三产业产值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１．５４７×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４９３×１０－３ ０．０００

单位国土面积进口总额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ｐｅｒ ｋｍ２ －４．２１１×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９×１０－３∗∗∗ ０．００６ －８．８０７×１０－４ ０．１６３

单位国土面积出口总额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ｐｅｒ ｋｍ２ ３．６２９×１０－４ ０．５６８ －５．６５７×１０－４ ０．１９１ －１．００９×１０－３ ０．０１４

单位国土面积城市常住人口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５．０８１×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１．６５１×１０－３ ０．１３６ －９．２７２×１０－４ ０．４６２

单位国土面积农村常住人类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５３０×１０－３ ０．１３８ ６．１５９×１０－４ ０．６００ －９．８７９×１０－４ ０．３７０

单位国土面积流动人口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５０４×１０－３ ０．２８３ ２．８９５×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３．７８３×１０－３ ０．０２５

单位国土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累积固定资产投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４．００５×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３．５４２×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８６７×１０－４ ０．０００

单位国土面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累积吸引外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３７９×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７．１６１×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７．９６３×１０－３ ０．０００

路网密度变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２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０

－１．８６８×１０－２ ０．０５９ －１．２８７×１０－２∗ ０．０５６ －１．６５７×１０－２ ０．００８

２０００ 年后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０

－１．６５７×１０－２ ０．２４０ －１．６１９×１０－２∗ ０．０９１ －８．１９２×１０－３ ０．３８４

λ ０．８２８ ０．０００

多重共线性条件数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９．４８８

Ｌｏｇ⁃Ｌ４） －５４１．１８３ －４３０．９３７ －４４６．２９７

ＡＩＣ５） １１１２．３７ ８９３．８７４ ９２２．５９４

　 　 １）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２）ＳＬＭ：空间滞后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３）ＳＥＭ：空间误差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４）Ｌｏｇ－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５）ＡＩＣ：赤池信息准则，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１０ 水平上显著相关

２．４．２　 经济因素的影响

不同经济部门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存在差异。 第一产业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无显著影响。 第二产业

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 尽管“单位国土面积第二产业产值密度变化”变量由于多

重共线性被剔出模型，但由于其与“单位国土面积累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而后者对建设

７　 １２ 期 　 　 　 黄宝荣　 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陆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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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驱

动作用；研究期内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和矿产资源开采业等土地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

巨大的土地资源需求，并促进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 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具有显著的负向

抑制作用。 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土地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土地资源依赖性

相对较小的服务行业；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预示着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３９］，它促进居民对城市绿

色开放空间和郊区生态用地需求的增长，并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保护或恢复生态用地。
对外贸易方面，此间我国出口增长对建设用地扩张并无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此间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

源于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和附加值提升，而非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张，使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有所降

低；进口增长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进口增长能够减少一些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从而减少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并抑制建设用地的过快扩张。
２．４．３　 人口因素的影响

流动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流动人口

由 １．４４ 亿增加到 ２．６１ 亿，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以及一些中心和重点城市是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

的主要聚集区；流动人口的聚集增加了当地住房、基础设施、商业、服务业及公共空间对土地资源的需求［４０］，
是这些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而在农村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大量迁出则有助

于减缓当地建设用地扩张压力。
城镇人口的增加常常被认为是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４１⁃４２］。 但本研究中的建设用地既包括城

镇建设用地，也包括乡村建设用地。 在一些地区，人口城镇化所引起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量，大于如若这些人

口继续滞留在农村所引起的乡村建设用地扩张量，促进了整个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张；而在另外一些地区，
情况正好相反，人口的城镇化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因此，在本研究中城镇和农村常住人口密度的

变化均未表现出与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变化的显著相关性；反映了人口城镇化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存在区

域差异性。
２．４．４　 政策因素的影响

发展政策方面，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不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驱动我国建设用地急剧扩张的重要

因素。 在我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被当作重要的发展策略。 统计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２３．７６％，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２７．８１ 万亿元，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６９．３２％。 其中，大约有

１ ／ ４ 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入到房地产开发，受此驱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 ７８．５２％，而同期城

市常住人口仅增长 ４５．９８％，土地城市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特别是一些“鬼城”经历了爆炸式扩张，
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增长，而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４０］。 同时，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入到制造业和矿业部

门，也不可避免地促进城市周边与产业分布区建设用地的扩张。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投入到公

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和机场等的建设，并进一步影响家庭、企业和投资的区位选择，促进基础设施沿线和

周边地区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 除了大规模投资外，积极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

另一重大战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５９３．５６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０８８．２１ 亿美元。 一方面，为了

吸引外资，各地区积极推动各类经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的建设，促进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另一方面，外资也为

土地征收和开发利用提供了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建设用地的扩张。
保护政策方面，２０００ 年前建立和 ２０００ 年后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均在抑制所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自然保护区在抑制保护区内建设用地扩张的同时，有助于地方政府优化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格

局，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性。 受数据的可获取性制约，其他一些生态和耕地保护政策，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重
要生态功能区建设、基本农田保护等未纳入驱动力分析框架，理论上这些保护政策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一样，在
抑制建设用地扩张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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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建设用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化在空间上

呈现出高－高、低－低聚集特征。 为了克服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在分析空间自相关数据时存在的缺陷，本文分别

采用一般线性、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三种回归模型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并择优选

用。 结果发现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不仅在理论是合适的分析模型，而且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能
够更准确地识别我国建设用地扩张的核心驱动力。

２０００ 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改善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驱动了我国建设用地的急剧

扩张。 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流动人口的迁移聚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

投资驱动的大规模的土地城镇化和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驱动我国各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第三

产业的发展、进口的增长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对我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缓解快速的

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 地形条件也对各地区建设用地扩张有一定的影响，受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在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此间我国建设用地扩张更倾向于出现在

高海拔地区；而平均坡度的升高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综合考虑各种驱动因素的变化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将有所

减弱。 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建设用地的粗放利用现状，严控建设用地规模，是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要求。 有必要结合建设用地驱动力分析结果，重点开展如下工作：一是制定更为严格的产业用地标准，建
立单位建设用地投资和产值限制标准，促进产业发展的土地集约利用；二是开展流动人口的迁移聚集趋势预

测和引导规划，减小人口大规模迁徙对人口聚集地和来源地土地利用 ／覆盖的双重冲击；三是优化固定资产投

资结构，降低房地产等高土地依赖产业投资比例，大力遏制投资驱动的土地城镇化和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四
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产业布局，推动人均建设用地占有量大、土地城镇化过快地区的人口有序城镇化；五是

高度重视乡村建设用地规模的控制，通过紧凑型农村社区规划和建设、“空心村”整治、农村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和流转等，控制乡村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Ｆｏｌｅｙ Ｊ Ａ， ＤｅＦｒｉｅｓ Ｒ， Ａｓｎｅｒ Ｇ Ｐ， Ｂａｒｆｏｒｄ Ｃ， Ｂｏｎａｎ Ｇ，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Ｓ Ｒ， Ｃｈａｐｉｎ Ｆ Ｓ， Ｃｏｅ Ｍ Ｔ， Ｄａｉｌｙ Ｇ Ｃ， Ｇｉｂｂｓ Ｈ Ｋ， Ｈｅｌｋｏｗｓｋｉ Ｊ Ｈ，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Ｔ， Ｈｏｗａｒｄ Ｅ Ａ， Ｋｕｃｈａｒｉｋ Ｃ Ｊ， Ｍｏｎｆｒｅｄａ Ｃ， Ｐａｔｚ Ｊ Ａ，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Ｉ Ｃ，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 Ｎ， Ｓｎｙｄｅｒ Ｐ 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３０９（５７３４）： ５７０⁃５７４．

［ ２ ］ 　 Ｌｏｎｇ Ｈ Ｌ， Ｌｉｕ Ｙ Ｑ， Ｈｏｕ Ｘ Ｇ， Ｌｉ Ｔ Ｔ， Ｌｉ Ｙ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４， ４４： ５３６⁃５４４．

［ ３ ］ 　 Ｂüｒｇｉ Ｍ， Ｈｅｒｓｐｅｒｇｅｒ Ａ Ｍ， Ｓｃｈｎｅｅｂｅｒｇｅｒ 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１９（８）：
８５７⁃８６８．

［ ４ ］ 　 Ｆａｒｉｎａ Ａ．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５０（４）： ３１３⁃３２０．
［ ５ ］ 　 Ｐａｒｃｅｒｉｓａｓ Ｌ， Ｍａｒｕｌｌ Ｊ， Ｐｉｎｏ Ｊ， Ｔｅｌｌｏ Ｅ， Ｃｏｌｌ Ｆ， Ｂａｓｎｏｕ Ｃ．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ａｓｔ （Ｅｌ Ｍａｒｅｓｍ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８５０⁃２００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２， ２３： １２０⁃１３２．
［ ６ ］ 　 Ｒｅｇｏｓ Ａ， Ｎｉｎｙｅｒｏｌａ Ｍ， Ｍｏｒé Ｇ， Ｐｏｎｓ Ｘ．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８： １⁃１４．
［ ７ ］ 　 Ｗｅｉｎｚｅｔｔｅｌ Ｊ， Ｈｅｒｔｗｉｃｈ Ｅ Ｇ， Ｐｅｔｅｒｓ Ｇ Ｐ， Ｓｔｅｅｎ⁃Ｏｌｓｅｎ Ｋ， Ｇａｌｌｉ Ａ．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２３（２）： ４３３⁃４３８．
［ ８ ］ 　 Ｎｅｗｍａｎ Ｍ Ｅ， ＭｃＬａｒｅｎ Ｋ Ｐ， Ｗｉｌｓｏｎ Ｂ 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１８６： １８５⁃２００．
［ ９ ］ 　 Ｍｉｔｓｕｄａ Ｙ， Ｉｔｏ 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７（１）： １１７⁃１２５．
［１０］ 　 Ｓｅｒｒａ Ｐ， Ｐｏｎｓ Ｘ， Ｓａｕｒí Ｄ．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８， ２８（３）： １８９⁃２０９．
［１１］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 Ｈ，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Ａ， Ｆｒｅｓｃｏ Ｌ 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９， １９（３）： ２１１⁃

９　 １２ 期 　 　 　 黄宝荣　 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陆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 　

huangbaorong
文本框
，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性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３３．
［１２］ 　 Ａｇｕｉａｒ Ａ Ｐ Ｄ， Ｃâｍａｒａ Ｇ， Ｅｓｃａｄａ Ｍ Ｉ 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０９（２ ／ ４）： １６９⁃１８８．
［１３］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Ａ，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 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７２（１ ／ ２）： １⁃３．
［１４］ 　 ＵＮＥ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 Ｍａｌｔ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２０１２．
［１５］ 　 Ａｌｉｇ Ｒ Ｊ， Ｈｅａｌｙ Ｒ 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７， ６３（３）： ２１５⁃２２６．
［１６］ 　 Ｈａｓｓａｎ Ｒ， Ｓｃｈｏｌｅｓ 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７］ 　 黄季焜， 朱莉芬， 邓祥征．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科学 Ｄ 辑： 地球科学， ２００７， ３７（９）： １２３５⁃１２４１．
［１８］ 　 谈明洪， 李秀彬， 吕昌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大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及其对耕地的占用． 中国科学 Ｄ 辑： 地球科学， ２００４， ３４（１２）：

１１５７⁃１１６５．
［１９］ 　 Ｈｉｅｔｅｌ Ｅ， Ｗａｌｄｈａｒｄｔ Ｒ， Ｏｔｔｅ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ｅ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６２（３ ／ ４）： ４９６⁃５０７．
［２０］ 　 刘纪远， 张增祥， 徐新良， 匡文慧， 周万村， 张树文， 李仁东， 颜长珍， 于东升， 吴世新， 江南． ２１ 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

与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２００９， ６４（１２）： １４１１⁃１４２０．
［２１］ 　 陈春， 冯长春．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７２⁃７８．
［２２］ 　 王静． 中国建设用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１３， ２７（８）： ５３⁃５８．
［２３］ 　 Ｍａ Ｙ Ｌ， Ｘｕ Ｒ 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３４（２）： ２２８⁃２３５．
［２４］ 　 Ｌｉｎ Ｘ Ｑ， Ｗ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Ｓ Ｊ， Ｗａｎｇ 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５（５）： ５４５⁃５５８．
［２５］ 　 Ｌｏｎｇ Ｈ Ｌ， Ｈｅｉｌｉｇ Ｇ Ｋ， Ｌｉ Ｘ Ｂ， Ｚｈａｎｇ 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ｓ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７， ２４（１）： １４１⁃１５３．
［２６］ 　 Ｌｉｕ Ｔ， Ｌｉｕ Ｈ， Ｑｉ Ｙ Ｊ．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４６： １３⁃２２．
［２７］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地理学报， ２００１， ５６（４）： ４１７⁃４２５．
［２８］ 　 柯善咨， 何鸣． 规划与市场———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２（４）： １２⁃１８．
［２９］ 　 Ｈｕａｎｇ Ｚ Ｊ， Ｗｅｉ Ｙ Ｈ Ｄ， Ｈｅ Ｃ Ｆ， Ｌｉ Ｈ．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４７： ６９⁃８２．
［３０］ 　 陈晓军， 张洪业， 刘盛和． 北京城市边缘区土地用途转换宏观动因机制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３， ２２（２）： １４９⁃１５７．
［３１］ 　 Ｂｒｕｃｋｎｅｒ 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Ｇ， Ｔｒａｍｂｅｒｅｎｄ Ｓ， Ｇｉｌｊｕｍ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ｅ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２１．
［３２］ 　 Ｌｉｕ Ｊ Ｇ， Ｈｕｌｌ Ｖ， Ｍｏｒａｎ Ｅ，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 Ｈ， Ｓｗａｆｆｉｅｌｄ Ｓ， Ｔｕｒｎｅｒ Ｂ 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Ｌ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Ｓｅｔｏ Ｋ

Ｃ， 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ｒａ．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２０１４．
［３３］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８．
［３４］ 　 Ｗａｒｄ Ｍ Ｄ，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Ｋ 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８．
［３５］ 　 Ｏｖｅｒｍａｒｓ Ｋ Ｐ， Ｄｅ Ｋｏｎｉｎｇ Ｇ Ｈ Ｊ，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１６４（２ ／ ３）：

２５７⁃２７０．
［３６］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 Ｈ， Ｓｃｈｏｔ Ｐ Ｐ， Ｄｉｊｓｔ Ｍ Ｊ，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 ６１（４）：

３０９⁃３４２．
［３７］ 　 曹武星， 罗飞雄， 韩骥， 武彩燕， 象伟宁． 快速城市化地区交通主干道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２０１４， １６（６）：

８９８⁃９０６．
［３８］ 　 孟丹， 李小娟， 徐辉， 宫辉力． 京津冀都市圈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特征分析．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１５（２）： ２８９⁃２９６．
［３９］ 　 Ｎｅｌｓｏｎ Ｇ Ｃ，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Ｅ， Ｂｅｒｈｅ Ａ Ａ， Ｃａｓｓｍａｎ Ｋ， ＤｅＦｒｉｅｓ Ｒ， Ｄｉｅｔｚ Ｔ， Ｄｏｂｅｒｍａｎｎ Ａ， Ｄｏｂｓｏｎ Ａ， Ｊａｎｅｔｏｓ Ａ， Ｌｅｖｙ Ｍ， Ｍａｒｃｏ Ｄ， Ｎａｋｉｃｅｎｏｖｉｃ Ｎ，

Ｏ′Ｎｅｉｌｌ Ｂ， Ｎｏｒｇａａｒｄ Ｒ， Ｐｅｔｓｃｈｅｌ⁃Ｈｅｌｄ Ｇ， Ｏｊｉｍａ Ｄ， Ｐｉｎｇａｌｉ Ｐ， Ｗａｔｓｏｎ Ｒ， Ｚｕｒｅｋ 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６， １１（２）： ２９⁃２９．

［４０］ 　 Ｌｉ Ｙ Ｈ， Ｌｉ Ｙ Ｒ， Ｗｅｓｔｌｕｎｄ Ｈ， Ｌｉｕ Ｙ Ｓ．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５， ４７： ２１８⁃２２４．

［４１］ 　 Ｊａｔ Ｍ Ｋ， Ｇａｒｇ Ｐ Ｋ， Ｋｈａｒｅ 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２６⁃４３．

［４２］ 　 Ｄｅｎｇ Ｊ Ｓ， Ｗａｎｇ Ｋ， Ｈｏｎｇ Ｙ， Ｑｉ Ｊ Ｇ．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９２（３ ／ ４）： １８７⁃１９８．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